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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有为

【提要】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

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

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

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

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关键词】 今文经学 廖平 蒙文通 素王革命论

晚清今文经学并未因清朝的灭亡而消亡，其影响延续至民国时代。虽然在疑古派学术研究的冲

击下，今文经学有关论点的荒诞性被揭露，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孔子及儒学研究并未失去热度。《古史

辨》对儒家及五经问题的讨论，胡适对早期儒家的研究，以及保守派学人对经学的重估，都显示出经

学承载的文化精神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同时，还出现了以经学为主体

的思想转化，这种转化本质上是经学的史学化，而非传统语境下的经学研究。其中，蒙文通对今文经

学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蒙文通通过周秦学术思想研究梳理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并且指出，这种精神演变至秦汉即

成为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① 这一认识不只是蒙文通对周秦两汉儒学的高度概括，更是蒙氏在紧

迫的时势下对国家政治走向作出的回应，其本质是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史学的独特产物。本文拟从思

想史角度分析蒙文通素王革命论的源起、形成及其义涵，以呈现蒙氏在经史研究方面的独特思想。
这有益于深入认识蒙文通的史学思想，以及传统经学的现代化与史学化，亦有助于反观当下史学研

究的局限性。

一、对廖平经学的继承

清末今文经学家以康有为与廖平为代表，但二人思想在本质上差别甚大。康有为重视今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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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有关蒙文通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学层面。即使讨论蒙文通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亦以其史学成就为主导，如王汎森《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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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关注蒙文通经学研究，但未讨论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张凯《“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浙江大学学报》2018 年

第 2 期) 则涉及蒙文通的革命论，但未深入剖析蒙文通革命论的源起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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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王改制论，以附会其政治目的; 廖平之学则基于《王制》《穀梁传》等礼制研究，确立平分今古的

礼制论，①以此贯通今古文经学。
综观廖平一生经学的变化可知，其目的在于从经学角度论证孔学的崇高价值———这种价值在廖

平看来具有永恒性，而不是从礼仪制度理解孔学表现出的变动性。廖平对今古文经学的理解建立在

经学信仰尚未完全瓦解之际，因此，经的地位远高于史，民国时期所谓的六经皆史料是不被廖氏承认

的。廖平在重塑孔学的至高价值时，借鉴公羊学的三世论来论证三代时期的蒙昧，以及三代不应当

再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状态; 直到孔子，才为未来世界谋划了一幅美好蓝图。可以说，在进化论的影响

下，上古蒙昧的线性历史叙述一旦碰到孔子就失去了合理性。② 廖平对孔学的尊崇使他无法认同孔

子之学的平庸，亦无法认同经为史的论调。因此，廖平之学看似在维护经学的独特性，实则在西学冲

击下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现代性。
蒙文通早年受学于廖平，深受廖平今古文经学观的影响。他在早年的《经学导言》中即表示，希

望在廖平平分今古的思想基础上能够有所深入。由此，蒙文通提出，上溯先秦，探究汉代之学的源

头，③思考周秦时期的学术如何造就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局面。在《经学抉原》序中谈及自己在四川国

学院就读时，廖平与刘师培争论齐学、鲁学，今学与古学，蒙氏表示，“两先生言齐、鲁学虽不同，其舍

今古而进谈齐、鲁又一也。”④蒙氏在《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文中又说:“文通昔受今文之义于廖

师，复受古文学于左盦刘师……稍知汉学大端，及两师推本齐鲁上论周秦之意。”⑤廖平在讨论今古

文经学时说到齐、鲁学的问题，认为齐、鲁学虽有差异但皆为今学，不过鲁学相对来说更能体现孔子

的思想。⑥ 刘师培在《群经大义相通论》中认为西汉初年无今古文之争，只有齐、鲁学之分别。⑦ 在追

溯今古文经学的源头时，廖平曾言，古文乃孔子早年之学，今文则是孔子晚年之学; 今文言改制，古文

言从周。刘师培不同意廖平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先秦时代今古文经学同出一源; 至于为何后来发

生分别，刘氏认为，传播过程中的地域因素导致文字书写不同、意义改变，由此才会出现望文生义、异
说不断的情形。⑧ 关于齐学、鲁学，廖平、刘师培虽然都重视地域差异，但刘师培并不赞同廖平有关孔

学的理解———廖平认为今古文之分源于孔子，而刘师培则认为源于孔子后学。后来不论是讨论经学

还是史学，蒙文通都十分注重不同学术以及思想的流变，而且，在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起时一直延续

廖、刘的思路而展开，并深入分析周秦时代的学术思想，从而尽量合理地解释周秦学术如何演变成汉

代的今古文经学。
1922 年，身居重庆的蒙文通提出，“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

同，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

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⑨1923 年，蒙文通出版《经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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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他延续了廖平、刘师培对齐、鲁学的讨论，注意分析不同学术的地域性，明确孔子后学的分化，

认为鲁学为嫡派，齐学、晋学则为鲁学之外的分支。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知识传播导致孔子后学的

学术分化。在秦汉大一统前，孔学的分支齐学、鲁学、晋学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诸子学的内容。
这三派中，齐、鲁之学的区分主要在于礼制，同时，齐学受到齐地稷下诸子学及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

晋学则具有一定的史学化倾向，也就是孔学的理想与古史的混合。而且，蒙文通认为，三晋之地与孔

学结合之前，其史学与孔学相违背; 之后，到秦始皇时，博士官之学乃齐、鲁学结合，加之方士化的内

学; 至汉代，则形成今文经学。因此，蒙文通认为，汉代所谓的今文经学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形成的，而

三晋之学则以《左传》《周官》为核心，在西汉河间献王的推广下于民间广泛流传。此时，蒙文通认定

鲁学是今文经学的根本，而《孟子》《穀梁传》则是鲁学的根本，《荀子》是三晋之学的呈现，而董仲舒

则是齐学的代表; 汉代占据势力的是齐学，所以孔学的真谛无法得到明确体现。① 这也就是说，汉代

的今古文之学无法呈现孔学的微言。受廖平的影响，蒙文通此时看重鲁学，还未曾明确汉代今文经

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他对汉代内学的认识也持否定态度，与后来看重内学中的孔学核心精神

并不相同。由此可知，蒙文通虽然未曾认识到素王革命论在孔学中的独特价值，但他已经知晓经学

研究不能拘泥于家法条例的分析，而应当对思想义理进行深入讨论，即传统士人所看重的“由明经进

而明道”。②

蒙文通此时对孔学的理解并未脱离传统尊孔的认知。他对齐、鲁学的划分，仍以孔学为轴心( 廖

平、刘师培都未曾突破这种情况) 。蒙氏后来的《古史甄微》亦依据这个认知来考察三晋之学。在之

后的《天问比事序》中，蒙文通才突破这种固有框架，意识到孔学源自鲁学，与三晋史学无关，所谓

“儒家六经所云，究皆鲁人之说耳”。③ 不仅如此，在《楚辞》研究中，蒙文通又了解到楚地之学的特殊

性，从而提出史学三系的论断; 而且，通过比较，蒙氏认为，三晋古史多较真实，以楚、鲁为核心的历史

记载则多理想虚构。④

二、对周秦学术的重估

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通过古史鲁、晋、楚三系研究意识到古史的地域性，同时也意识到史与经

的截然对立。他不再相信六经皆史之论。早年他在《经学导言》中持有的经史混杂的观点也随之自

行放弃。经史关系的明确划分使得蒙文通摆脱了史实的纠缠，更加集中精力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

起。为此，他必须进入周秦的思想世界，考察孔孟诸子思想的源流。
《治学杂语》言及 1933 年蒙文通与章太炎的谈话，其中即涉及今古文经学的问题。鉴于廖平、刘

师培对今古文理解的不同，蒙文通想要寻求一个确定的思路，以解决二人的歧义。他说: “六经之道

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 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

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⑤可见此时蒙氏还未能完全

解答这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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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蒙文通在北大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领悟到: “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的确

是颠扑不破的判断。同时也看出经学家们把经今古文问题推到孔孟时期显然是不对的，孔孟所言周

事还基本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理想虚构。”①所谓“周事”，在蒙文通看来，主要是制度层面的体现。
1935 年，蒙文通发表《职官因革考》，依据《诗》《书》《左传》等文献，考察周秦官制的变化，证实《周

官》《王制》所载与西周官制并非完全吻合。② 制度层面的研究之外，蒙文通还对孔子之后儒家及战

国其他诸子的流派与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他发现，战国儒家多借鉴道家、法家思想，从而形成汉代之

新儒学。所以，其《儒学五论题辞》云:“六艺之文虽曰邹鲁之故典，而篇章之盈缺、文句之异同，未必

即洙泗之旧，将或出于后学者之所定也。故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

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之新儒学。”③在蒙文通看来，汉代

新儒学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寄托着儒家理想; 而古文经学以经学为史学，反而促进

了经学微言的消亡。④ 由此可见，蒙氏对周秦之学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其师廖平关于今古文经学

的认知中，即古文经学为史学而今文经学为哲学。不过，蒙文通认为，刘歆创立古文经学，而今文经

学乃西汉儒学在官学中的呈现。⑤

蒙文通对周秦之际诸子学的解读，核心是儒家。通过梳理儒家学派的性命观，蒙文通对儒家思

想的核心及其演变形成了独到见解。对此，蒙氏于 1937 年发表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堪为代表。
他对孔孟、《荀子》《管子》《中庸》《易传》以至汉儒的心性之学都进行了阐释，这些阐释具有明确的

思想史脉络。在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蒙文通对孟子以心为本体的性善论非常推崇。他认为，

其后的荀子夹杂了道、法思想，已经远离了孟子的性善论; 而汉代董仲舒、刘向等已经乖离了孔孟心

性论，且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对周秦两汉儒学思想的梳理，正有助于理

解周秦诸子学的演变及其同异，把握不同时期儒家的基本宗旨，启发对今古文经学源起问题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 1937 年) 认为，“汉儒外王之学出孟子，而内圣之学亦本之孟

子，非仲舒之徒所可及也。”⑥由此，蒙氏从内圣之学否定了清代刘逢禄等关于荀子、董仲舒在汉代经

学谱系中地位的看法，也就否定了今文经学的谱系。
此后，蒙文通从政治层面提出素王革命论，继续强化周秦两汉孔孟思想内核的延续与演变。其

相关文章主要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 1937 年) 、《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

解难》( 1938 年) ，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 1940 年) 。在这些文章中，蒙文

通对 1934 年于北京大学形成的关于今古文之学及周秦学术的认知进行了深化。他提出周秦时代

经、史性质的区别，即，经多蕴含理想而史则趋于史实。蒙氏对经与史的明确区分，实质上并非尊经

弱史，而是通过对史的强化来解读经中的微言大义。其言曰:“世之争今古文学者何纷纷也? 盖古以

史质胜，今以理想高，混不之辨，未解今文之所谓也，而漫曰‘王鲁’、曰‘新周’，说益诡而益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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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而非虚构。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 增补本) ，第 75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27 页。按:《儒学五论》刊发于 1944 年。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28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经学抉原》，《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28—29、252、258 页。
蒙文通:《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416 页。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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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魏之俦殆亦有责焉。”①这段话批评清代治今文经学者未能分清史实与理想的区别，而往往将

二者混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便是对礼制的考证。诸如凌曙、陈立，皆未能分清经史，往往把礼制看作

史实。蒙文通则非常清晰地认定，今文经学中的核心内容多出于儒者的理想建构，这种建构基于周

秦时代的思想、制度等内容，并由此糅合成汉代的今文经学。他又陆续写出《儒墨合流与尸子》《儒

家法夏法殷义》《法家流变考》等文，逐步加深对周秦学术的理解，深入论证汉代经学乃周秦儒家吸

收其他学派而形成的新儒学。这些探索都与蒙氏总结、完善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同步。②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意味着蒙文通对周秦学术尤其是儒家的研究进入了完善阶段。他之前

针对今古文经学的疑问在此文中有了答案。蒙氏本人也认为，此文解决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源起问

题。如此，则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论与廖平、刘师培也产生了区别。廖平经学二变之后的成果已被

蒙文通抛弃; ③而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否定，④在蒙文通的思路下却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独特价值。
蒙文通这种由两汉溯源周秦、又以周秦论证汉代经学的学术思路，始终围绕着儒家这一核心。他对

秦汉儒家之学源于战国诸子之学的融合进行了梳理，显示出秦汉儒家是与孔孟不同的新儒家，而汉

代新儒家的特色在于蕴含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制度，经学的理想性不言而喻。蒙氏称曰:“至儒家并言

法夏、法殷，兼采法、墨之长，各家相争之迹熄，而恢宏卓绝之新儒学以形成，道术遂定于一尊也。”⑤

汉代的经学诠释本就杂糅，随着家法师说的不同，必然导致经义的歧义化。之后的刘歆古学助长了

此类歧义的出现，今古文经学纷争也就不可避免。沿此思路，汉代今古文经学形成的根本问题便随

之得以解决。⑥

三、政治革命中的素王革命论

前文已指出，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聚焦于制度层面，彰显素王革命之深意。他说:“晚
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时。然‘改制’之义，才比于
‘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⑦意即，康有为之公羊学不足以涵盖晚

清公羊学的全貌，清末的公羊改制论也不如革命论之恢宏。蒙文通在这里已有意重估晚清以来的今

文经学。这种内在理路的转变与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息息相关。
蒙文通晚年所作《孔子思想中进步的探讨》( 1961 年) 、《孔子和今文经学》( 1961 年) 、《略谈我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 1962 年) ，都沿袭了他早年的素王革命论。⑧ 根据蒙文通的理解，“素王”指孔

子，孔子作《春秋》而立一王之大法;“革命”指革去天子所得之天命，即易姓改代。蒙文通认为，素王

之法需要通过革命去实现，革命行动则以素王为目的，二者不可分割、孤立。⑨ 当然，蒙文通对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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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56 页。
蒙默:《蒙文通学记》，第 81 页。
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言蒙文通继承廖氏者，只是以礼制判今古。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 增补本) ，第 71 页。
参见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 284 页。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蒙文通全集》第 2 册，第 95 页。
王承军:《蒙文通年谱长编》，第 118 页。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59 页。
参见蒙文通:《儒学五论》《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20—21、322 页; 《略谈我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蒙文通全

集》第 6 册，第 68 页。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59、61、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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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很明确，他知晓现代语境中的革命与传统革命的义涵存在差异。① 但是，今文经学所谓的革命

论，在蒙氏看来，实际上并非一致。京氏《易》、齐《诗》中的革命论与《孟子》所言革命论一致，皆指弑

君之类的暴力革命; 而汉代董仲舒等公羊学则弱化暴力革命，宣扬禅让。后者凸显今文经学下的制

度变革，把汤武革命解释为三代改制，由此素王改制论代替素王革命论。清末学者大谈公羊素王改

制论，与今文经学的实质有了一定距离，孔学的真实面貌也必然被歪曲。② 通过梳理战国秦汉的学术

思想，蒙文通认为，《孟子》、齐《诗》等文献才是素王革命论思想的真实承载; ③虽然汉代学者有意弱

化今文经学中的革命精神，但并未完全遗弃，只是不断将之边缘化。蒙文通指出孔学的革命精神后，

便须考察与此种精神一致的典章制度，并由此论证今文经学中已然蕴藏着万民平等的现代思想———
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就是素王革命论的意义所在。

蒙文通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及晚年的《孔子和今文学》中着重讨论了井田、辟雍、封禅、巡
守、明堂制度，并通过文献论证史实与理想的差别，从而推导出儒家理想制度的优越性。在井田制方

面，蒙氏认为，《孟子》《周官》所言井田并非实现太平的理想制度，只是部族间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

政策的反映; 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何休有关井田的描述，才是一种经济平等的理想制度。蒙氏关于辟

雍的考察则是从教育制度层面抨击周代教育的不平等，认为《王制》《尚书大传》中的教育制度方为

今文经学家的理想。蒙氏关于巡守、明堂的讨论同样旨在证明现实与理想制度的差异，以及理想制

度指向万民平等。蒙氏对禅让说的考察不是论证今文经学中的革命性，而是凸显今文经学的软弱

性。他认为，禅让本质上是今文经学家迫于君主威权而提出的，董仲舒对禅让制的解释与宣扬是对

孔学的歪曲。④ 除此之外，蒙文通还明确表示，古文经学的出现也严重阻碍了孔学微言大义的传

授。⑤ 可以说，蒙文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晚清的古文经学，强调古文经学与孔学精神内核的差距;

同时，他也未因袭刘逢禄等人的今文经学谱系，反而批评董仲舒等对于孔学的篡改。由此，蒙文通对

孔学的革命论进行了重估。
他对素王革命论的重估强调暴力革命、万民平等观念。这一观念的生成与蒙氏强烈的国家民族

意识有关。蒙文通在《儒学五论·自序》中这样概括儒学:“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

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⑥他又说:“孔孟之道，三古所为训也，中国文明之准也。”⑦由此可见，

蒙氏对儒学的政教功能依旧怀有很大的信心。他对周秦诸子流派思想的研究也都指向秦汉儒学，认

为秦汉新儒学的缔造离不开周秦诸子学的影响。⑧ 他认可儒学对于社会完善的重要意义: “世谓儒

以旧社会之崩溃而衰废，斯固然也。然其复乘新社会之完成而益显，独何与?”⑨他借用友人严立三

之言来表达自己对当下政治的关注:“际此事变之亟，深宜多集友朋，究明此学，以延墜绝于一缕。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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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337 页。
蒙文通《治经杂语》云:“不正视今文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只抓住阴阳五行等表面现象，是抓不住今文学的实质的。今文学

别有个精神，就是‘革命’。”( 《蒙文通全集》第 6 册，第 14 页) 此段文字亦可体现蒙文通对汉代董、何今文经学受阴阳五行之学

影响的批评，且蒙氏认为，欲寻求公羊学的真谛，便需借助周秦之学而对其加以梳理、厘清。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57 页。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316 页。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75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1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2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44—51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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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儒研几于天人，内圣之学则既明之矣，而外王之道则必于汉世今文家求之。”①蒙文通认为，孔孟的

素王革命论倡导从社会个体的道德层面入手，激励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从而造就未来的理想

世界。② 这不仅可拯救欧洲的道德危机，亦可解决当下中国政治的衰败局面。
蒙文通关于早期儒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反映出他与其师廖平之间的共性。他对孔学

政教功能的宣扬，可谓是其师尊孔的一种变相( 不过，相较于廖平的狂想与激进，蒙氏较为温和) 。蒙

文通尊孔，并非打着孔教的旗号，而与这一旗号背后的今文经学有着紧密的渊源。他对周秦两汉学

术的探讨未曾脱离孔学，而是绕了一大圈，再次论证了孔学独特而恒常的价值。所谓“儒者内圣外王

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学术之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③ 这

种强烈的文化自信，清末的康、廖已然具备。然而，蒙文通的文化自信更源自他对民国时期现实政治

的不满。④ 另外，蒙文通的历史研究一直在努力呈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这一点晚于章太炎。⑤ 唯有

培养具有强烈民族凝聚力的社会群体，才能引导国家向着正确的轨道行进。
清代末季，康有为、廖平推崇孔子托古改制，谭嗣同《仁学》批评传统伦理，⑥章太炎亦从公羊学

中看到黜周王鲁、素王改制背后的革命意义，⑦这些关于孔学的重新解读都隐含着对孔学革命意义的

肯定。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趋向于反传统，政治上要推翻帝制，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学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但是，转机出现了。正如学者所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势力在中

国的横行，激发了民族意识，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亡国危机加重，原本个体的解放转变为国

家民族的存续。⑧ 胡适所言“新名教”也道出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政治状况的改变。⑨ 抗日战争的爆

发加速了这种认知，对个人自由的激烈讨论趋于边缘化，对民主科学的关注也转向对国家民族力量

的弘扬。这意味着不仅要从西学寻求解决的方法，更需要找到内在自足的通道。今文经学视域下的

革命论由此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话语。
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蒙文通等学者都在苦苦追寻传统文化思想中可以为当下利用的资源，且

熊氏、陈氏、钱氏也都十分看重儒家的革命论。熊十力曾说，孔子作《春秋》志在改乱制，并谓孔子晚

年已具备民主革命之思想。�10 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中设有“革命论”一节，专门讨论孔孟的革命论。�11

这一作法远早于蒙文通。不过，蒙文通认为革命学说导源于孟子而非孔子，这与陈柱的理解不同。
虽然陈柱与蒙文通二人很早便相识，但是，蒙文通是否受到陈柱著作的影响，则不得而知。钱穆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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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4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5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55 页。
蒙文通:《儒学五论》，《蒙文通全集》第 1 册，第 135 页。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版，第 191 页。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5 页。
章太炎云:“夫经义废兴，与时张弛，睹微知著，即用觇国。故黜周、王鲁之谊申，则替君主民之论起。”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书

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又，《识康有为复书》云:“余自顾学术尚未若给谏之墨宋，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

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 105 页。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 159 页。
胡适在《名教》中指出民国时代以革命为借口的新名教出现。《胡适文存》第 3 集卷 1，《胡适文集》第 4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 页。
熊十力:《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中国历史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 页。
陈柱:《公羊家哲学》，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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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论未有长篇大论，但他与蒙文通讨论过龚自珍，对龚自珍未谈革命深致惋惜。① 蒙文通的佛学老师

欧阳竟无也曾向其坦言儒家革命论的重要性，并强调由孔学培养士人志气，所谓“无志失士名矣”。②

相较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欧阳竟无等人对心性的强调，蒙文通更看重今文经学的经世功能。
深受马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在其初版于 1945 年的《十批判书》中，也对孔子进行了较为积

极而正面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的进步性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早期儒家

中近于任侠的一派反抗权威的勇猛强烈正是革命精神的体现，这与尚同的墨家不同。③ 虽然蒙文通

与郭沫若对于孔学的理解并不相同，但二人涉及孔学革命精神的论述，都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意识，

而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解读也都渗透着对民众权利的关切。
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深刻地影响着诸多学者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解读，也影响着蒙文通对先秦两汉

思想的剖析。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指明今文经学在价值层面的优越

性，以及对古文经学的排斥、对法家的批评。这种偏见源自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荀学、古文经学的

排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总结康有为微言大义之学:“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

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④对蒙文通来说，现代史学并未磨灭传统经学的存在; 他以

现代史学尊崇孔孟、显扬今文经学，呼应清末以来排荀斥古的偏见。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廖平等晚清

今古文经学的影响一直存在; 无论他多么明确经史之分别，他的学术思想都与此内容密不可分。

结 语

民国的社会现状始终刺激着蒙文通不断思考如何从传统中找寻民族精神，找寻国人可以自立于

现代世界的勇气。同诸多学人无法摆脱传统影响一样，蒙文通依旧围绕儒家及孔孟之学来阐释孔学

的独特价值。又由于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清朝有了很大不同，蒙文通看待传统知识思想的语境也

随之发生了改变。蒙文通对制度、思想的探索虽然未曾脱离廖平的影子，但是，相较于廖平哲学沉思

式的尊孔及后来的大统、小统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乃是通过现代史学的方式获得。蒙文通明确

区分经史之别，认为经学具有不同于史学、子学的独特价值，⑤但他对经学价值的重估却是通过现代

史学的方式实现的，⑥同时，也借助史学研究去呈现对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的思考。这是蒙文通作为

史学家的思考方式，也是民国以来经学史学化的必然。

( 作者鲍有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邮编: 321000)

( 责任编辑: 廉 敏)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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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ruth embedded in personal narratives as well as how to use individual memoria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effectively．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memory，Holocaust historian Raul
Hilberg took a prud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He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memory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deficiency of viewpoints and varieties of sources，the omissions in content，and
the distortions and errors that invite vigilance． However，Hilberg also valued the archival diar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such as the late president of Warsaw Jewish ghetto． His critique of individual memory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reconstruction theory． Although his idea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methodology are not up-to-date，which resulted in bias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sources，his opinion
still reminds historian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alectic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the
“memory boom”in historical studie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Meng Wentong's Theory on the “Uncrowned
King”and Revolution / / Bao Youwe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Republica
of China gave ris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fluenced by Liao Ping，Meng
Wentong explored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he argued for the internal
spirit of Confucius-Mencius Confucianism，that is，the theory on“uncrowned king”and“Revolution”
( which literary means “a kingly revolution led by Confucius”) ．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Meng
Wengtong intended to surpass the study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o
explore the true thought of the Zhou，Qin and Han Dynasties． His revalu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historicaliz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e introduced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re-evaluate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Meng's research bears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modernity．

“Triple Evidence Method”and Its Practice: Jao Tsung-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 / Chen Minzhen

At his early career，Jao Tsung-I initially had a lot of contact with the School of Gushi bian (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 Yet his view of ancient history pivoted，and he turned to reflect on the insufficiencies
of the Gushi bian movement． To him，the purpose of research about ancient history was close to what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propose，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Xinzheng ( new validation) ． On the basis of
Wang Guowei's“dual evidence method”，Jao further divided unearthed materials into written materials and
non-written materials，and proposed the “triple evidence method” as well as “quintuple evidence
method”． He was committed to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through handed-down documents，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He rethinks the periodization framework and the
evolution of legends in ancient history． His innovative work on paleogeography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triple evidence method．”

Gary B． Nash and Radic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United States / / Yang Songyu

Gary B． Nash is one of the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radical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60s． Drawing 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the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New Left”
Historiography，he decoded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two dimensions: “class” and “race”．
Especially，he established a paradigm for radical historiogrpahy through which to interpre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anks to his convincing research，he was able to introduce radicalism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He also led the reform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radical historiography”among American students，educators，and even the public． His
historic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re built upon radical historians' refle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reality．
To study his works will help us to se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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